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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歐盟自通過里斯本條約後，不僅重新修正歐盟多項基本共同政策之外，亦針對歐盟會籍議題做出重大變革—准許歐盟會員國提出退會申請，這項重大決議讓歐盟當前「只進不出」的堅實同盟之誓言將成為歷史；此次歐盟會員國針對歐盟條約（TEU） 第五十條提出修正案，並陸續成功增取會員國的支持，而此修正案將會影響未來歐盟發展的前景，勢必影響歐洲國際政經局勢的發展。
里斯本條約通過後，未來歐盟組織發展的意向將同時出現，「閉合並存」會籍處理矛盾政策，而這此項修正案的通過也讓世人開始對於質疑歐盟未來將走向剛性或柔性組織？本文將針對歐盟在里斯本條約框架下未來入、退會對於歐盟政治發展的影響，並且加強探討歐盟會員國出現退會情況時，對於國際政治將會出現的效應。本文援用新現實主義理論作為研究分析理論，並且採用單案個案研究方法作為研究方法。本文研究發現，在里斯本條約架構下，歐盟入會程序與以往程序大致相同，唯一不同之處，就是准許會員國提出退會申請。
歐盟成員國會退會的原因在於退會申請國認為國家利益分配不公平或者處置不當，但是歐盟一但出現退會申請並且成功，將恐會影響其他歐盟會員國繼續支持歐盟運作的意向，其原因在於里斯本條約依舊允許退會成員國，繼續參與除了決策以外的歐盟國際事務活動、繼續准許前會員國與歐盟成員國享有一定程度的貿易優惠。雖然前會員國依舊可與歐盟繼續享有國際經貿合作的優惠，但是如此一來一但退會申請國日益增多，此種趨勢恐將不只傷害歐洲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亦會折損歐盟會來對國際安全與和平的貢獻。
關鍵字：里斯本條約、歐盟條約第五十條修正案、新現實主義、單一個案研究、歐盟會籍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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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Article 50 TEU (Treaty of European Union) amended by Lisbon Treaty, member states of European Union are granted right to leave this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and the moment and change is being watching. Since Article “Withdrawal” being approved, except United Kingdom, no member states have the campaign to leave EU. Nevertheless, the European political situation has changed and no one can predict that all the EU countries will be together forever. 

Having said that, Lisbon Treaty coexists “Opt in and out” Open Door Policy, and it is doubted whether EU is constrained or loose regime?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hose parts to study the potential and futur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ituation of European Union— the procedure of access to and withdrawal from EU in context of Lisbon Treaty, and what impact comes up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en the withdrawal of EU member state is in process. This paper is designed to employ Neorealism to analyse the issues of EU’s access and withdrawal, and to apply Single Case Research Design to launch the research.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aper mentions the EU’s world position and European politics if one member leaves the Union, and it would bring the domino effect to affect others to withdrawal as well. The paper discovers that some EU member states would plan to leave the Union before the Treaty of Lisbon enforcement by reason of national interest maladministration or unfair allocation, and even though one EU member state leave the Union, it still has the right and opportunity to cooperate with the Union. 

However, the former member cannot enjoy membership right, but it does not serve the EU obligation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withdrawal of the EU may not hurt former states’ interest and continue multiple cooperation with EU, but the EU’s world position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will drop into the dilemma, and it will not benefit the EU in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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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歐盟通過里斯本條約可視為對其尼斯條約與阿姆斯特丹條約的反省，在這段期間，歐盟機構從實務上反省組織理論設計的缺失，也深刻反省歐盟機構未完善歐盟會員國內公民的基本權益。因此歐盟里斯本條約條約的用意，除了讓共同政策更加完善之外，並且強化歐盟作為各會員國化解歧異、追求共利的協商平台。然而在里斯本條約中牽涉到歐盟會籍處理的議題，卻引爆未來歐盟可能即將分裂的問題；里斯本條約修正歐盟條約（TEU）第五十條，准許會員國未來可以提出退會申請，如此一來使得原先里斯本條約針對強化歐盟機構行政效率、增強會員國合作的美意，卻因歐盟條約（TEU）第五十條修正讓原本密不可分的歐盟出現裂痕。

歐盟因團結讓成員國有機會重返國際政治重心的舞台，而歐盟制定的共同政策與一致行動，讓其他有意威脅或損害歐盟成員國的國家或組織不敢輕舉妄動；回顧歐盟成立歷史，早已有會員國提出退會申請的記錄，但是在里斯本條約通過之前，並未有任何條約提供會員國退會申請；也正因為並未有任何條約准許歐盟成員國合法退會，因此之前任何會員國企圖發表退會的申明都被解讀為只說而無法行動的政治宣言，其中瑞典、丹麥、英國與法國等四國都曾做出申請退會的記錄。

1973年英國加入歐盟，但是她對於加入歐盟後的待遇並不滿意，英國始終認為加入歐盟是損己利人，但又擔心不加入歐盟會被其他歐盟會員國邊緣化，因此不得不加入歐盟；英國認為經常支付高額的經費挹注歐盟機構運作，但是對於自身能從歐盟機構取得的利益卻是很少，以農業補償經費為例，英國在1984年所僅取得少數的農業補償經費，英國認為取得補貼的經費，遠遠少於英國貢獻給歐盟機構的預算。
 英國長年不滿對於自身投入歐盟運作的付出與收入失衡，因此屢屢有退出歐盟的念頭。
但是相較於英國提出歐盟退會的計畫，法國可是第一個最早有退出歐盟計畫的成員國；1965年法國戴高樂總統因不滿法國在歐盟機構運作上無法取得有利的主導權，提出退會要求威脅其他歐盟成員國配合法國的規劃。1990年代瑞典與丹麥反對黨也因為不滿歐盟機構傷害其國家主權，紛紛與執政黨進行辯論，要求政府退出歐盟。看見上述國家曾經提過退出歐盟的過程，也讓人回想起當初歐盟成立的目的。回顧歐洲整合歷史，其主要用意在於預防德國再度崛起成為軍事強大，破破世界和平，因此歐美領導人希冀透過歐洲整合的方式，作為增進歐洲各國相互了解、增加各國合作的機會。

可惜歐洲整合的推動遇到冷戰，卻成為分裂歐洲的幫兇；由於不同意識形態影響下，歐洲出現東、西歐各自整合呈現「整合化分裂」的局勢。西歐在1951年成立歐洲煤鋼組織，作為復興西歐經濟與政治協商的主導機構，1958年西歐各國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擴大西歐國家經濟合作版圖。當時西歐國家整合的成功因素在於，當時西歐國家領導人捐棄政治成見，接受以專業領域為前提的整合模式，透過此種跨國同一功能的整合方式，加快西歐國家的經濟復甦，並且西歐領導人亦認為此種整合方式，提供參與國家作為與蘇聯集團國家競爭的籌碼。蘇聯集團對西歐國家的威脅也是成為西歐國家繼續推動整合的主因之一，但是自蘇聯瓦解後，西歐國家的整合工程並未停止，甚至在反恐時期時，西歐國家的整合運動出現高峰。因為雖然西歐國家的外部威脅已經消失，但是內部恐怖主義的威脅卻成為西歐國家團結反恐的接著劑；但是伴隨經濟危機與金融海嘯的問題，引發歐盟金援分配失當的問題，導致越來越多的歐盟會員國希望賦予會員國退會的權益作為保護自身國家利益的工具。
在里斯本條約出現以前，並未有人預設歐盟即將可能分裂，但是里斯本條約通過後，歐盟恐有出現瓦解的可能性。因此本文除了探討在里斯本條約架構下，歐盟入會申請的過程，亦同時探討歐盟退會申請的流程，以及歐盟未來局勢的發展。本文援用新現實主義作為分析理論，探討歐盟會員國在入會與退會的利害權衡，並採用單一個案分析作為研究方法，研究里斯本條約架構下歐盟退會申請對於未來歐盟機構運作與國際政治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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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研究架構

Kenneth N. Waltz透過研究與驗證戰爭與衝突的案例，創建新現實主義，再次強調古典現實主義重視的國家中心論、國家利益至上與權力政治外，另外特別提出國際體系對於國家行為的影響以及強調國際體系呈現權力平衡之態並非自然形成而是相對利益造成。Kenneth N. Waltz認為體系的權力分配現象不僅操控國際合作，也使得各國在求國家生存的考量下，積極地追求相對利益，而也造成國際體系權力平衡現象；新現實主義與古典現實主義其論點不同之處在於對國家合作一事有不同的觀點，不同於古典現實主義完全否定國家間有合作的可能性，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間彼此會合作，但此種合作關係不會長久，尤其當合作參與對象之相對利益差距讓一方無法接受，國家之間的合作就會終止。Kenneth N. Waltz更提出國家雖有合作的可能性，但國際合作亦卻會引發國家的不安；他表示國際合作演變為國際依賴，參與合作的國家將視國際合作為雷池，不敢貿然再進一步；新現實主義雖不否認國家之間會有合作的可能性，但卻對於國家間合作的情勢卻持保留的態度；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合作是一項艱難的工作，很難去完成、很難去維繫並且合作的可能性完全端賴參與國家的態度。

另一方面，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間的衝突是難以消弭，其主要衝突點在於各國之國家利益呈現矛盾；新現實主義擁護國家安全至上，認為國家在必要時需要使用武力和為國家利益，雖新現實主義體認到軍事雖會造成傷亡，但卻是維護國家利益的最佳手段之一。國際體系並無中央政府調和各國利益，因此在各國競爭國家利益時，衝突是在所難免的事情。Kenneth N. Waltz認為國家本質就是戰爭（a state of war），這並非表示國家經常發動戰爭，而是國家有權利決定是否使用武力、何時進行戰爭，國家會在積極爭取生存與自救的過程中，考量使用戰爭來解決基本生存問題。

新現實主義主張國家有生存與自救的絕對權利，而這權利卻也造成國際體系呈現渾沌、無政府的現象，而這現象也是造成國際衝突的主因；有別於國內政治由中央政府操控，因此可以維護社會秩序與人民權益，國際政治必須要端賴各國權力大小的變化，才能夠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而各國權力強弱之變化也牽動國際體系屬於合作或競爭的情況，因為在國際間沒有中央政府領導下，強國可以憑藉其強大國力取決國際局勢的走向。Kenneth N. Waltz表示國力取決於物質，他認為強國之所以盛強並非偶然，而是在於這些國家擁有核子武器，並且擁有充沛的資源讓它去維繫強大軍力與其他各種力量與權力，而其權力發展層次也不僅侷限於戰術層次，更著眼於戰略層級。

 為何國家追求權力？權力究竟有何意義？根據Kenneth N. Waltz的解釋，權力提供捍衛主權與自治的基本工具，權力也襯托國家行動的彈性與自由度，國力越強的國家更能比其他國家擁有更多的安全福利（wider margins of safety），並且在國際體系中當其行動追求利益時越能承擔風險。
 研究新自由制度主義Robert O. Keohane對於新現實主義對於合作與衝突的論點也表示贊同，他指出在國際政治中要促成合作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尤其世界體系沒有共同的政府去執行法令，此外國際政治並非所有國家具有同樣的屬性，因此合作必須看議題還有時間的配合；此外合作僅發生在能夠滿足自身當前或未來可預測之利益，並且合作進行時亦會發生衝突。Robert O. Keohane提出「雙邊利益」、「前景問題」（the shadow of the future）與「合作對象參與情況（數量）」等三項指標作為觀察國際合作是否發生還有持續性。

Alexander Wendt回顧新現實主義後提出另一個不同的觀點，他不反對Kenneth N. Waltz提出國家自救的論點，也了解各國追求自救是引發競爭導致國際衝突的關鍵，但是Alexander Wendt表示當國家發現自身處在自求的國際體系，肇因於自身追求國家利益的行為造成此態勢，倘若改變國家此種以自救作為追求利益的模式，則國家就不在處於自救性質的國際體系，而是處在另一個經過追求國家利益之行為改變的體系當中。

新現實主義強調對國際體系的觀察，重視國與國之間的互動，不僅在此強調國家追求利益的鐵律，也承認國家合作的現實，但看待國家衝突之問題則持悲觀的態度。雖Alexander Wendt認為「自救釀衝突」之矛盾國際體系，可從國家追求利益之行為進行改變，但國家自救的行為卻是全國人民自私追求利益的綜合表徵，古典與新現實主義也證實自私是渾然天成的人性，不敢論及為人性的缺陷，但卻也是人性難以改變的基因。新現實主義不否認合作但確認為合作期間也會釀成衝突，它悲觀地斷定衝突是在國際體系中是永久的模式，但卻也了解合作也會適時地出現調和過激的衝突；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與其說衝突與合作是對立且矛盾，倒不如說是「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循環關係。

里斯本條約管理歐盟入退會準則

歐盟成員國接受新會員國家入時，必須通過無異議一致決，這顯示歐盟成員國對於會籍議題處理，必須接受與服從組織決策的規範。基於一致決決策模式架構，歐盟成員國才能在處理入退會案沒有歧異。值得注意地，在里斯本條約批准之前，歐盟組織屬於「只進不退」的鋼鐵同盟（fortress Europe），但在里斯本條約納入歐盟成員國可提出退會申請時，無論在理論與實務上均可檢證，歐盟的影響力會隨其成員國的多寡來決定。簡言之，歐盟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力取決於成員國的多寡，根據新現實主義的論點來看，歐盟東擴政策與安鄰政策（the European Neighbour Policy）可視為攻擊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主張國家就是要不斷地擴充權力與版圖，對於霸權的追求更是國家政策最核心的價值。
 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能否有效控制物質才能決定獲得多少權力，因此當歐盟漸失去會員國之際，其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與權力也漸漸萎縮。

 自從歐盟接受成功熬過英國、丹麥與愛爾蘭的入會申請，歐盟組織與權力架構就已出現隨著每次的擴張就所有改變；歐盟的擴張雖擴大其內部與外部的影響力，但不一定就能每次滿足各會員國所設定的國家利益。因此，里斯本條約的通過，不僅讓歐盟回歸到維也納公約原則，也滿足歐盟會員國認為退會可保全國家利益的需求。如此一來，一但歐盟既有成員國提出退會申請，這使得歐盟富有堅不可摧的美名，漸漸走入幻滅。

根據歐盟條約第六條規定，歐盟候選國必須吻合歐洲人權保障公約與促進基本自由，並且恪守歐盟現有會員國批准的各項條約與法規，並根據第四十九條賦予的權力，批准歐盟候選國的入會申請。在此同時，歐州議會與各國議會必須接到歐盟候選國的申請案，而候選國直接對歐盟理事會會遞交申請案，待歐盟執委會與歐盟理事會磋商結束候以及參考歐洲議會見解後，歐盟理事會無異議一致通過歐盟入會申請案，才能正式成為歐盟成員國。
 然而在里斯本條約架構下，歐盟候選國入會申請的過程比以前嚴謹，肇因於歐盟開始反思其擴張政策的意義與效益；另一方面，認為當前重量不重質的歐盟擴張政策，已經讓既有成員國感到不滿，甚至醞釀退出歐盟。根據里斯本條約規定，歐盟候選國必須同時獲得該國國會與歐洲議會絕對通數的支持，才有機會遞交入會申請。除此之外，其餘的入會申請條件與之前規範的條約大致相同。歐盟入會的程序須歷經，入會前期戰略（pre-accession strategy）、入會前期協助（pre-accession assistance ）、授與候選國家資格（grant candidate country status）、入會談判（accession negotiation）、哥本哈根標準（ Copenhagen criteria）以及入會夥伴（ accession partnership）等階段，最終才能為歐盟成員國。

值得一提的是，里斯本條約特別強調申請國國會與歐盟執委會在入會申請案所扮演的角色，讓申請國與歐盟國領袖能夠完全負責歐盟整合政策。里斯本條約的批准，是對歐盟國會籍管理問題提出一修正呼籲；在里斯本條約批准之前，參與歐盟組織並未落實維也納公約原則，根據聯合國在1969年制定的維也納公約提到，條約簽訂國須被賦予退出的權利，其中第五十六b款指出，議定條約時就自然要賦予簽署國退出的權利。

回顧歐盟條約內容發現，並未存有准許會員國退出歐盟的相關條款，很明顯地這樣的做法，不符合維也納公約的規範；雖然歐盟通過里斯本條約的主要目的在於提升歐盟行政機關的效率、歐盟議會參與決策的份量、以及改善歐盟境內公民權，但里斯本條約內容涉及修訂會籍條款，使得歐盟通過里斯本條約之舉格外受到國際社會矚目。里斯本條約亦被視為歐盟憲法條約的前身，因為當初致力推動歐盟憲法的歐盟與會代表，希望能夠制定歐盟憲法，規範基本權利與義務，藉此拉緊歐盟國內人民與政治菁英的共識，並且創立具有共識的歐洲價值。
不令人意外地，制定歐盟憲法的計畫，因歐盟會員國領導人考量主權邊緣化的問題，因此紛紛轉向表示反對；部份歐盟領導人認為，倘若通過歐盟憲法，其國家利益將會收到損害。但是值得注意地，雖然里斯本條約內容並未提及歐盟憲法，但是里斯本條約內文所關注的基本權利與議題與歐盟憲法所關注的內容相去不遠。不過里斯本條約賦予歐盟會員國退會權利，這樣的徵兆並未在醞釀推動歐盟憲法的過程中出現。里斯本條約修訂歐盟條約第五十條款，賦予歐盟會員國根據實際狀況需要退出歐盟；如此一來，歐盟將不再被視為鋼鐵同盟。
根據里斯本條約規定，任何有意退出歐盟的國家必須對歐盟理事會說明退會意圖，並根據歐盟理事會針對退會所制定的規範，退會國必須與歐盟理事會進行退會事項磋商，並針對退會所需注意的事項與工作，進行協調處理；除此之外，歐盟理事會進一步與前會員國成員重新制定新的交往準則。
 自有會員國提出申請時，歐洲議會與理事會須共同決定是否批准退會申請；歐盟理事會採取加權多數的方式，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btains the consent. 比較不尋常的是，歐盟依舊會與前會員國保持互動關係，不會因喪失會籍就終止交往；歐盟會設計一套與前會員國交往的模式，繼續保持合作，但是前會員國就喪失參與歐盟理事會與歐盟議會相關決策與討論活動。
從歐盟處理退、入會申請案的過程，反應組織決策的特色，無論決策結果為何，歐盟會員國在做出決策之前，必須取得多數共識，並且要能更與少數取得共識，即便有些事務讓少部份歐盟會員國成員不滿意或者反對，但是依照歐盟共數決決策模式的設計，決策必須要取得多數會員國同意，並且與少數持反對或不表示意見的會員國取得共識與互諒。歐盟通過里斯本條約，明白退會條文對未來歐洲整合的影響，憂心退會一但形成風潮，這對現有會員國的利益傷害不小。因此里斯本條約規範，前會員國一但終止參與歐盟運作，所喪失的權利是失去參與歐盟理事會與歐盟高峰會討論與共同決策的權利，而其他對於歐盟與前會員國有利的合作關係，不會隨會籍喪失而終止。
前會員國不會因會籍喪失就失去與歐盟成員國進行文教、經貿、警政、外交、安全事務的交流與合作；雖然前會員國失去共同決策的權利，但卻也不用在繼續負擔對歐盟的義務。

歐盟會員國退會動機與原因

從個體退出組織模式來看，可分為單方退會、協商退會與驅逐退會模式，根據本文研究設計，將專注討論單方退會模式，並且著重退會申請行為體基於自由、自願且遭受強迫退出之意思。本研究專注在自願單方退會模式，其主要立論係建立在歐盟候選國在申請入會之際，亦是自願、單方、自由與非強迫模式對歐盟提出入會申請。針對歐盟會員國提出申請退會的考量因素十分繁複與複雜，因為這些因素千會牽動退會國境內與境外自然人與法人的權力與義務。
 因此可以了解，前會員國與現任會員國在互動的過程中，將會出現可預測與不可預測的難題。

沿用歐盟申請入會流程的組織決策模式，歐盟會員國針對提出退會申請國進行討論，之後各會員國達成一致決議後，共同裁決批准或否決退會申請。歐盟採用組織決策模式之原因，基於歐盟申請條件中，強調歐盟候選國必須接受民主政體，而民主政體就是另一種社會組織決策的體現，民眾透過群體一致共識，推舉治理人而治理人必須以民為本，作為施政根基；因此歐盟採用組織決策模式，也是考量現任會員國與退會申請國兩造達成共識之必要前提。

根據里斯本條約規定，歐盟退會申請屬單一方會員國提出申請的模式，歐盟成員國無法勒令或規勸其他會員國退出歐盟，因此歐盟退會國申請屬於單方且自願性退會流程。回溯致歐盟成員國當初加入歐盟的動機與原因，無非寄望歐盟強大的政經整合能力，以藉此極大化自身國家利益。然而里斯本條約實施後，為何此條約中存有退會程序之條文，這是否顯示已有歐盟會員國開始琢磨退會申請？本文針對歐盟會員國提出退會申請之緣由有二︰（一）成本高（成為歐盟會員國），（二）利潤少（成為歐盟會員國）。

換言之，當歐盟會員國發現維持會籍無法帶來滿意的國家利益，就會開始醞釀退會，如歐盟希冀有退會動機的會員國際續留在組織，歐盟就必須要提供令這會員國滿意的國家利益。然而一但歐盟屈服退會國的要求，藉此用更多的利益換取會員國際續參與歐盟，之後可以預見會越有越多的會員國勒索歐盟。

縱然成為歐盟會員國帶來不錯的經濟利益，但是利害共伴的事實，也印證加入歐盟也是有一些必須要付出的機會成本，這會員國要付出的機會成本就是被歐盟諸多的共同政策制約，自身國策將會受到的獨立性難以維持。倘若會員國放棄會籍，可重拾國策獨立性，尤其在對外貿易政策層面，可明顯看出國策獨立性對於國家利益的幫助。

另外針對異常的國內與國際情況使得歐盟會員國自覺無法負擔歐盟給予的義務，這也是另一個主因讓歐盟會員國提出退會申請，或者當國際局勢緊張到可能爆發戰爭，歐盟可能提出會員國配合維和任務與維護國際安全秩序，這情況也會誘發歐盟會員國退會的動機。
 綜合這些因素來看，當會員國針對國際與國內穩定以及當利害共伴等兩基本因素表示樂於接受，歐盟成員國依舊願意留在聯盟，如果會員國對於這兩項要素所呈現的效果表示不滿意，歐盟會員國提出退會的可能性會隨著不滿意的態度高漲出現正比。

P (%)= [(D+I) * (C+B)]

P 代表歐盟會員國退會的可能性，百分比越高，代表退會的可能性越大，百分比越低，代表繼續留在歐盟的可能性越高。但根據歐盟會員國境內多黨政制形態，百分之百退會與入會的可能性恐難存在。D代表國內政治穩定度，I代表國際政治穩定度，C代表會員國加入歐盟對歐盟支付的成本，B代表歐盟會員國從歐盟獲取的國家利益。D與I指數總和為10、C與B指數總和為10，最多百分之百，最少為百分之一，由於多黨制影響，百分之零的可能性不存在。

回顧歐盟統合與入會申請歷程，不難發現一些萌發會員國退會的動機，不過至今尚未有會員國明確地發動退會申請。首先法國在「缺席事件」（French empty chair）率先表示將不加入歐盟統合運作，其原因在於法國不滿歐盟分配利益不均，自身未蒙其利，另一方面法國與德國針對歐盟運作權限針鋒相對。法國前總統戴高樂認為法國投入歐盟統合，所需之付的經費代價太高，並且考量法國民情反應，戴高樂錢總統不接受德國願意賦予歐盟議會更多的權力的提案。雖然盧森堡協議（the Luxemburg Compromise ）成功化解德法糾紛，但是也開啟濫用退會手段逼迫歐盟就範的惡例。

除了法國，為了迫使歐盟讓利，英國亦間接地威脅退出歐盟。英國自1973年加入歐盟後，長年負擔高額歐盟預算，歐盟預算約百分之七十五用在農業補貼基金，但英國能從此基金取得的補助款項卻不多。除此之外，英國在前首相柴契爾夫人領導下，基於保護英國利益之考量，試圖發動多次退出歐盟的行動，藉此要脅歐盟滿足英國家利益的需求。
 經過多方協商下，英國終於與其他會員國達成共識，於1984年共組補償機制（亦稱為英國貼補機制）；然而英國補貼機制卻引發其他會員國的不滿，甚至釀成其他會員國開始疏遠歐盟。 

從英法兩國威脅歐盟換取國利行動來看，利益可經由協商產生，但即便協商後的利益已經取得多方共識，但依舊會爆發利益衝突，因為尚未納入協商機制的會員國，始終覺得協商後的利益並未吻合其國家利益，因此協商利益卻又爆發利益衝突之過程，始終會成為循環。另一方面，丹麥與瑞典從1990年代開始就一直針對是否繼續維持歐盟會員一事進行爭論。丹麥與瑞典國會其次均由疑歐論的政黨取得多數席次，這些國會議員認為基於保護國家主權與利益之考量，以及捍衛西伐利亞條約價值，退出歐盟是刻不容緩的要事。除此之外，丹麥與瑞典兩國均認為，歐盟享有太多決策權，歐盟官僚僅在乎其利益，置丹麥與瑞典國民利益之度外，一但歐盟獲取太多決策權，變成強權組織，丹麥與瑞典政府的施政重心將會被忽略。
 

除了上述動機與因素外，歐盟會員國針對是否讓土耳其加入歐盟一案，爆發嚴重歧異，不少會員國表示一但歐盟准許土耳其加入，便發動退會潮；不少歐盟會員國表示，為維護歐盟價值的純潔性，土耳其不可以加入歐盟；另一方面，歐盟成員國大多是信奉基督信仰國家，其在外交、安全、司法與警政等政策之共同價值與伊斯蘭信仰為主的土耳其相較，有明顯地差異，如果勉強融合，將會出現歐盟共同政策衝突的問題。

歐盟走向統合或分離

歐盟為何整合？最根本的理由是，希望透過整合追求利益極大化、損害極小化；就是希望透過統合途徑，避免歐洲各國因單方追求國家利益再次釀成世界大戰的悲劇。歐洲統合之初，功能性統合主導半世紀，而有關歐洲各國最核心的利益之統合，如：外交、國防、政治等核心利益，則漸漸成為歐洲統合議程最核心的議題。歐洲與歐盟統合的意含就是強調歐洲各國可以透過協商與合作的方式追求利益與化解衝突，而不像過往僅能選擇軍事衝突作為追利或協商的手段。統合可以擴大歐洲經貿與投資市場，可以集結所有的力量解決問題，亦可制定共同規範，採取共同行動以解決共同問題。 

然而統合卻也會帶來問題與成本，有時必須要去負擔一些跟自身無關的問題或者在他國發生的問題會延燒到本國，成為不得不面對的課題，這些都是接受統合必須要負擔的成本。除了問題與成本因素之外，統合也會產生絕對利益與相對利益的困境；統合雖可帶領成員國追求更多的利益，但會出現獲取利益後關於利益分配的問題。自從1992年會員國批准馬斯垂克條約後，政治與經濟阻擾漸漸地在會員國之間消失，歐盟會員國享有勞動、服務、貨物與資金等基本四大流通自由，甚至歐盟會員國也開始著手知識分享自由的領域，歐盟會員國取得獲取最大利益的授權，這顯示歐盟在歐洲統合做出的貢獻。但是觀察歐盟統合歷程，發現馬斯垂克條約無法有效地解決會員國間面臨絕對與相對利益的問題，甚至歐盟會員國批准里斯本條約後，這問題始終懸而未決。

針對利益配置的議題，馬斯垂克與里斯本兩條約均未提到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自從歐盟進行統合工作至今，如何配置各會員國的利益問題至今都是引爆各會員國爭論的導火線。一些歐盟會員國認為，其付出與獲得的比例失衡；部份會員國抱怨，一些獲得歐盟資源奧援的國家，變得十分有競爭力，不利於他們。從理論層面來看，馬斯垂克與里斯本條約創建與強化歐盟架構，其主要目的是希望擴大歐洲經貿圈以及團結歐洲國家，減少紛爭，但受到國家自利與權力政治的影響，歐盟會員國間潛在的內部矛盾，一直是導致各會員國間衝突的引爆點。

但值得注意地，即便歐盟會員國不考量利益與成本問題，但會員國面臨歐盟效率低落的決策過程與品質，會員國依就會考慮離開歐盟。無論歐盟採用雙重多數決、一致決或條件多數決，這些決議制度均反應出歐盟重視協商的立場，重視會員國代表參與共同決策，歐盟各專門機關的首長僅負責會議流程與議程安排。歐盟決策機制的設計其用意就是要吻合滿足各會員國的權益，並確保各會員國會遵守共同決議履行義務。雖然共同決議機制可以保障歐盟會員國的權利與義務，但卻無法保證協商出來得結果令各方滿意。除此之外，雖然里斯本條約創建新的歐盟專門機構職位以及改革歐盟機構行政效率，但是這些專門機構的首長並非由歐盟境內公民直選，因此在非民選首長機制中，里斯本條約是否真能促進歐盟行政效率，這一點也令人質疑。

歐盟真會解散嗎？由於歐盟會員國通過里斯本條約，該條約配合維也納公約精神，重新賦予歐盟會員國有退會的權利，雖然可能會有會員國援引退會條款申請退會，但退會國僅退出歐盟最高決策與議論體系，並不會延續到其他領域，譬如：經濟、文化、教育、警政、司法以及其他專門領域。里斯本條約批准退會的設計在於規範退會國退出在歐盟議會與理事會共同決議的機制，這不代表退會國完全退出歐盟；歐盟另外設計一套運作系統與前會員國保持功能性合作。從里斯本條約賦予退會條款的設計來看，歐盟聯邦主義將會消失，這樣的設計是將權力歸還給會員國，並且讓歐盟統合的進程少點侵略性。

雖然從歐盟退出可以減少履行的義務或負擔，尤其當歐盟制定的共同決定不利於本國利益，但此種非全面斷絕的退會條款設計，恐將會誘發歐盟會員國退會風潮。尤其當有會員國不願意履行義務，採用退會手段將可能迫使歐盟的共同決策與立場轉彎。可以預期在里斯本條約批准後，此種用退會要求利益的現象，將會是未來歐盟統合戰略中不可避免的問題。

劇變的全球行為者—歐盟轉強或弱

從歐盟創建的過程中發現，歐洲國家依就有成為世界政治領導者的傳統與雄心，希望透過歐洲統合的過程，將歐洲價值傳遞到世界各角落。
 歐盟會員國支持團結與擁護統合與擴展的理由是希望歐洲能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國際事務行為者，並且能夠制定國際政治的規範與準則。即便世界經濟的重心已經從西方轉移至東方，歐盟制定的規範與準則依舊影響國際事務與世界政治，因此這不難理解出，歐盟為何比單一歐洲國家更具有影響力。

歐盟在世界出口居領導地位，其貿易總額亦佔世界之最，同時也是國際發展援助與人道救援最主要的奧援組織，同時也是外來移民最想移居的第二大標的國。除此之外，歐元亦是世界上第2大流通貨幣，其地位與美金一樣重要。
 歐盟27會員國人口數總和約五億餘人，其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四分之一，而佔世界貿易量總額約百分之四十，另外歐盟在經濟、外交、律法、軍事等領域擁有強大影響力，促使歐盟在國際事務各領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歐盟統合不僅帶給會員國利益，亦將帶給地三國協助；一但歐盟瓦解，其影響力不復存在，毫無無問地，里斯本條約帶給歐盟會員國走向瓦解的可能性。

從理論上來說，歐盟統合與團結強化該組織與會員國的影響力，然而會員國之間不同的國家價值與傳統紛爭，卻很有可能將歐盟推向瓦解。另一方面，里斯本條約退會條款提供歐盟會員國離開歐盟的機會，因此當有會員國開始申請退會並成功離開歐盟，歐盟在國際政治的地位將會受到挑戰；歐盟在國際安全與和平維護工作有很大的貢獻與參與，不僅在會員國境內執行援助工作，亦在第三國境內協助重建。一但歐盟退會風潮成形，恐爆發骨牌效應，使得歐盟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將會弱化。
 或許離開歐盟是解決會員國間問題與紛爭的方法，但是透過加入歐盟所衍生的談判籌碼，將隨著退出歐盟不復存在；歐盟瓦解不僅影響歐洲區域安全，亦會對國際安全產生衝擊，世界秩序恐將改寫。

結論

就過去而言，歐盟統合推動一直以來是無止境的工作，但受到里斯本條約的影響，歐盟統合工作出現可能停頓的情況，而里斯本退會條款是否會影響歐盟統合戰略？本文認為部份歐盟國重視相對利益，但另一部份會員國強調絕對利益。本文認為，這些堅持相對利益的歐盟會員國最有可能退出歐盟，主要的原因在於透過退會手段，這些國家能夠獲取更多的利益。而服膺絕對利益的歐盟會員國，比較能滿足利益現狀，因此退出歐盟的可能性相對較小。自歐盟候選國著手加入歐盟時，深思熟慮地考量國家利益損益，但一但有會員國規劃退出歐盟時，其著眼點比較重視機會成本以及脫離歐盟後可獲得的利益，以及拾回國家主權自主性。

歐盟 對於會員國承諾提供更多的利益，而歐盟也因接納更多的會員國變得強大；歐盟開放入會大門，也是希望能夠在追求共同利益上取得共識，並藉此讓全體會員國分擔主要的責任與成本。毫無疑問地，退出歐盟可換回國家主權的自主性，但卻弱化歐盟在境內外的影響力，因此當歐盟越團結，歐盟解決歐洲與國際政治的能力就越強大。

除此之外，歐盟成員國一但退會後依舊被允許與歐盟繼續合作，這亦是本研究的發現之一。一但歐盟成員國申請退會成功後，前會員國依舊可與歐盟在各項領域保持合作關係，但涉及共同決策與議論的運作的權力就宣告喪失。可以預期地，倘若有會員國退出歐盟，這會削弱歐盟國際法人格，不僅弱化歐盟在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亦戕害歐盟替現存會員國追求利益的能力。

值得注意地，歐盟決策機制中並無否決權的設計，但歐盟運作的機制卻與聯合國類似，因此歐盟對於國際危機處理的反應比聯合國更有彈性；然而里斯本條約附帶的退會條款，卻可解讀為另一種否決權的設計，雖然否決權主要的用意在追求國際要角國家之間對於國際危機處理方法的共識，有助於穩定國際安全，但是卻也可能成為要脅國際安全的籌碼。因此退會申請就如同否決權一樣，一但越來越多的會員國申請退會，歐盟將會陷入瓦解或者妥協的決策困境，因此歐盟退會議題，不是單純地解讀為歐洲事務，這亦會嚴重影響國際安全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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